
【政治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科学家
SOCIAL SCIENTIST

2017年 6月
（第 6期，总第 242期）

Jun.,2017
（No.6,General No.242）

收稿日期：2017-04-18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17XNH024）
作者简介：王鸿铭（1991－），湖北宜昌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

互动对基层政权的影响
———以80年代以来财税体制改革为例

王鸿铭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以行政权力“收－放”之间的循环，来影响地方政府
行为，改革开放后则是以中央向地方分权为起点，财政包干制下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合理政

策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给整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普遍现象使得
国家权威逐渐在各地政府流失，呈现碎片化状态，中央政府不得不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收回本已下放给地方的经

济社会发展权力，分税制改革和中央银行改革都是中央政府“选择性再集权”措施的产物。中央政府在 90年代加
强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同时也造成基层政府缺乏财力进行基层社会公共服务建设，致使地方政府

治理能力下降，基层政权逐步“悬浮”与基层社会之上，这是中央选择性再集权改革后带来的非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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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中央与地方关系
作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其运作方式体现了国家结构制度的构建模式，而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由于其背景和

条件、主导力量和政治主体不同，对于国家构建中制度选择又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带来对央地关系实际运作的
影响。大一统历史文化，旧秩序在面对现代化国家威胁下引发社会总体性危机，通过社会革命走出以党建国、以
党治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道路则构成了中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实践逻辑。尤其在传统帝制转型为现
代国家的过程中，社会中心力量由传统的士绅转变为现代的政党，中国的整体制度就形成了以政党国家为核

心，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贯彻中央集权与地方参与，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

一、80年代的财政包干制和地方主义的兴起

改革以来中国央地关系的发展可以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为界，划分为前 15年和后 15年，90年代的分税制
改革可以作为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前 15年，随着财政权力的下放，政治行政权力的回缩，从农村改革的成功开
始，乡镇企业的繁荣促使中国兴起了改革开放后第一轮工业化浪潮，而财政权力下放的核心就是推行财政承包

制，所谓“一包就灵”，说的就是 80年代整体改革的思路，承包制从农村开始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中央
政府分级“发包”给地方政府进行目标管理，地方政府包干后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各种尝试，促使了 80年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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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财政承包，其具体思路就是中央对省级财政、省级财政对下面各级财政单位的财政收入
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增收的部分可以按一定比例留下自用，但对收入下降导致的收不抵支则减少补助或者甚

至不予补助。这与“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财权下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改革开放前的两次财权下
放过程是逐项下放国民经济重要的物资配置权限和企业管理权限，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对于这些权限的上收或

者下放来调整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控制。所以在计划经济年代，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块块”系统在多数情况下
处于被中央直属的“条条”系统分割的状态，因为地方政府根本无法得到维护自身地方利益的经济管理权力。
在财政包干制制度实行下，各地方有充分的权力“因地制宜”实行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经济模式，“诸侯经济”

与政治制度压力型体制下的“锦标赛模式”一起催生出各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时间给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的
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不同的省级环境构建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构建出了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不同的动

态关系模式，所谓的广东模式、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都是在这一制度下孕育而生的。各省级政府之间在经济发展
上以自身地方的经济发展为主要导向展开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在改革中则较为突出各地方自身的利益，当与

中央利益相冲突时大多数采取谈判讨价还价的方式加以解决。在有的学者看来，“发展型地方主义”的兴起强力
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并为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而且随着地方经济实力的扩张。“分权
放利”的财政包干逐步培养起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由于各地区发展千差万别，所以基本上每年年底都会出
现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协商谈判的局面。
在“中央－地方－企业”三者的关系中，在财政包干制以及晋升“锦标赛”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于是出现地方政府帮助地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企业固定
资产和生产规模扩大后带来的税收帮助地方政府完成上级指派下来的税收任务。当地方企业拖欠款项的时候，
地方政府往往还会利用自己对地方司法部门的影响力帮助地方企业“逃废债”，这在地方会经常出现“银行放
款、企业用款、财政还款”的局面。这样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密切关系加强了地方政府对于当地经济资源的控制
能力，这样的地方发展模式直接导致中央政府的再分配能力下降与中央－地方关系的财政紧张状态。
国家在汲取、调控能力方面的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央权威的合法性，使得 8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的权威处于

碎片化状态，国家能力严重受到制约。正如王绍光教授认为，财政“分权让利”政策的结果便是使得中央政府的
经济调控和行政管理能力大大下降，从而导致“国家能力”被严重削弱，已经超过了“分权的底线”。我们用国家
财政收入占 GOP的比重与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即所谓的“两个比重”的可以明显的看出，中央调
控能力的下降。

表1 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表 2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比重

年份 财政收入（亿元）

1981 1175．79
1982 1212．33
1983 1366．95
1984 1642．86
1985 2004．82
1986 2122．01
1987 2199．35
1988 2357．24
1989 2664．90
1990 2937．10
1991 3149．48
1992 3483．37
1993 4348．95
1994 5218．10
1995 6242．20

GDP（亿元）
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
4862．4 24．2
5294．7 22．9
5934．5 23．0
7171．0 22．9
8964．4 22．4
10202．2 20．8
11962．5 18．4
14928．8 15．8
16909．2 15．8
18547．9 15．8
21617．8 14．6
26923．5 13．1
34634．4 12．6
48197．9 11．2
58478．1 10．7

年份 ／ 比重 中央 地方

1981 26．5 73．5
1982 28．6 71．4
1983 35．8 64．2
1984 40．5 59．5
1985 38．4 61．6
1986 36．7 63．8
1987 33．5 66．5
1988 32．9 67．1
1989 30．9 69．1
1990 33．8 66．2
1991 29．8 70．2
1992 28．1 71．9
1993 22．0 78．0
1994 57．7 44．3
1995 52．2 47．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这样在财政包干制的制度下，中央－地方关系由以前的“集中地方财力由中央支出”的局面改变到“就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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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就地支出”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中央收入和支出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地方的收入和支出比重在逐
渐上升，在财政包干制下，全国财政增量的大部分留在了地方，中央财政逐渐失去对地方收入的控制，中央控制

的经济资源大为缩小。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各省特别是富裕省份开始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挑战”中央的财
政政策，政治强人的老去使得中央政府利用高层权威协调各地区发展的能力减弱，客观上也造成了各省、各地
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富裕省份不愿意贡献自己的优势资源去帮助穷省份发展，欠发达省份也不愿意为富裕

省份的发展承担产业转移的代价，中央政府面对如此的窘境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财力加以解决，这就构成了中

央推出分税制改革、结束财政包干制的基本背景。

二、分税制改革和中央选择性再集权

中央政府于 1994年开始推行的分税制改革可以看作是对财政包干制的制度性改造，财政包干制使地方积
累了大量的财力，而中央的财政收入比重过小，这不但降低了中央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而且中央政府的

权威也受到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分税制的出台是中央重新集权的必然要求。事实上，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
92年和 93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14．2％和 14％，这不但是 90年代经济增长最快的年份，也是改革开放
以来至今经济增长最快的两年，但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虽然迅速，但是仍然延续着 80年代以各政府主导地方
投资规模带动的增长模式，地方政府与企业在财政包干制下迅速结合在一起，中央政府在人事调配上又没有

进行相应的管控。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干部管理由“下放两级”改为“下放一级”之后，地方政府在干部人事任
免上获得了更多的空间，地方政府利用自己扩大的人事任免权在更大程度上激励了自己向“地方政府公司化”
的方向发展，只有不断追求所谓的指标政绩，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中独占鳌头，他们才能脱颖而出赢得“政治锦标
赛”的胜利。
正是中央政府看到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中央财政的被动局面，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的依赖关系，中央政府不

得不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手段解决自身权力的渗透性危机，力图通过新的财政体制改革重塑自己的渗透能力，这

也就是分税制改革出台的基本背景。广义的分税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税制改革，即税种的重新
划分和调整；另一个是财政体制改革，即中央和地方重新划分和调整各自的财权和事权。根据中央和地方支出
责任的划分，按税种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并实行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并分设国税和地税两套税务

系统分别收税，这旨在保证中央财政收入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这样明显有利于增强中央财政汲
取能力的措施在推行过程中显然会遇到了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对，中央政府不得不一一与地方政府进行“谈
判”，商讨税种划分、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的基数，但如果这样的“谈判”进行不顺利的时候，中央政府不得不采
取选择性再集权手段，通过强化干部人事制度，利用人事任免权力这个“大棒”来解决地方政府的抵触行为。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 1997年十五大之后，通过对省级主要领导人员的重新调配，80年代全国的“地方
主义”有了有效的遏制，并且中央政府通过在行政体制上推行职位目标责任制、98年推行中央银行改革，重新塑
造了自身对各地方的政治影响力。下表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平均任期。

表3 改革期间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平均任期

年份
平均任期（年数）

省委书记 省长

1985 4．5 2．5
1990 4．2 3．9
1995 4．8 3．5
2000 3．3 2．3
2005 3．5 2．8
2010 3．4 2．6

资料来源：1985年———2000年来源自李成《中国省级领导的机构：国家整合与地方自主》，载《中国社会科
学评论》（香港），2002年第 2期，2000年———2010年数据来自笔者自身从凤凰网中国政要资料库收集资料。
在牢牢掌握政治权力的基础上，中央推行的分税制才能顺利展开。分税制改革无疑是改革年代中央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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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规模的财政集权改革，1998年推行的中央银行制度改革都是在分税制之下中央政府推动的改革运动。通过
分税制改革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中央政府重新将原有的大量地方财政收入集中，同时也将财政税收支出安排

和分配的权力重新收回，这样的效果对于中央而言无疑是积极的。中央政府通过分税制的实行顺利达到了集中
各地方财政收入的目的，而且转移支付的拨付与使用过程处处体现着中央政府权力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在分

税制改革的前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支出比重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中央支出占三成，地方支出依然达到七成。
很明显当改革初期中央向地方不断放权导致地方追求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并为了在“锦标赛”的争夺中占得

先机而形成“经济联邦主义”并开始泛滥外延至各地方政府之外影响到中央宏观政策的调控和实行时，中央不
得不采取集权的措施加以遏制这样的“联邦主义”行为，所以就有了中央政府推行的分税制改革。毫无疑问，分
税制改革对于中央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使得中央有充足的财力进行各项宏观计划调控，

实现中央政府的改革和现代化目标。
下表反映了中央政府推动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以及国家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

的变化。
表4 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比重 表 5 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总的来说，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政府强化政治权力的基础上推展开来，解决了其财政权力的不足，从全国的

总体形势来看，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细化到各个不同地区来看，则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地区不均衡现象，上级财

政向基层倾斜也不够，财力并没有下沉到县乡，这无疑是与分税制制度设计的初衷是有较大背离的。在财政转
移支付的一项研究中，王绍光已经发现，所有穷省都得到了数量不等的补助，但最穷的省份却并未必然得到最

高水平的补助。分税制设置的初衷是在集中地方财政收入、提高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之后，通过
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等形式来弥补地方财政的支出缺口，国家的基本财政能力是提升了，但地区间的不平衡差

距变大了，地方的财力不均加上农业税取消后基层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下降导致严重的地方政府财权的

不均衡问题，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发展模式。
分税制改革下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使得各地方政府通过打“擦边球”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偏离中央的计划，于

是形成了中央愈是规范预算内收入，就愈加激发地方政府寻求更多的预算外收入的行为，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

束问题甚至比讨论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方面的集权与分权更值得关注。特别是在 2005年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政
府对于基层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更是捉襟见肘，一定程度上导致基层财政的“空壳化”，基层政权逐步“悬浮”于
基层社会之上，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得不到保障，地方政府又需要征收农民土地获得财政收入，周飞舟就指出中

央政府力图控制、改变地方政府行为的努力不但没有预期的效果，反而驱使地方政府更加强有力地谋取各种体
制外资源，这严重威胁了国家结构统治和整合危机，这是我们分税制推行之后中央－地方关系体制形成之中始
料未及的。

三、土地财政、取消农业税与地方的“分权化”

“土地、财政、金融”，地方政府在 90年代末期以后开发出了这样三位一体的模式，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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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土地出让金来补缺自身的财政收入，得到土地的企业进行土地开发获得自身的利益，地方政府借助对地

方金融的影响力来规避地方企业的损失，地方金融则通过金融相关服务获取一定的利润，地方政府再通过城市

扩张“经营城市”获得更多的土地，如此循环这样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使得全国各地兴起房地产热和土地征收
出让热潮，相关的土地腐败大案、要案屡见不鲜。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指标，自身获
得财政收入可以进行相应的开发投资，更能在压力型“锦标赛”体制中跑在前面，地方企业通过开发项目获得不
断的规模增长，政府“生财有道”重新与企业“结合”在一起，应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压力。
取消农业税作为 21世纪中央政府在农村税收政策上一次重要尝试，彻底改变了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需要
上交“皇粮国税”的财政税收机制。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的本意是减轻农民的负担，以促进农民生产、
生活积极性的提高，促进中国农村更好的发展，作为政策的承担者，亿万中国农民确实享受到了取消农业税政

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税赋的减轻对于他们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进行规模化现代化农业经营具有莫大的好

处。但是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各地方政府，却不得不面临两难的境地，中央政府把贯彻落实取消农业税的任务交
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得不按照上级政府的意志贯彻执行，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政府的财力锐减，相应的中

央政府并没有把财权下派，正是事权和财权的不统一，导致基层政府财力减弱，由基层政府组织的基层公共服

务体系难以建立，国家政治权力从汲取型政权转变为悬浮型政权，基层政治权力陷入整合危机。
本身取消农业税的初衷和本质就是一个减轻和彻底取消农民负担，另一个是逐步在农村建立公共服务和

公共事业体系，即主要由政府的公共财政体系来负担地方的公共建设。但周飞舟通过一系列税费改革之后地
方政府间关系和地方财政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地方财政出现“空壳化”的形式，而原本中央政府寄希望于承担基
层的公共财政服务的转移支付机制则更多的变成了“养廉银”来保障基层政府官员的工资发放。所以从本质上
来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进行财政权力再集权、农业税取消使得地方政府财力捉襟见肘之后，地方政府不
得不向社会寻找资源，取消农业税之后中国地方财政依然是“国家财政”而不是“公共财政”，政府在资源配置中
仍然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公共政府，或者说，没
有公共财政的政府就不可能是服务型政府，因此，先是土地财政下的大量土地征用，然后是各种农业税取消之

后对基层社会服务性下降，使得基层社会不满日益膨胀，不断累积不满的“气”导致了 21世纪中国群体性事件、
抗争政治的出现，“维稳”就成为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地方社会治理最关键的核心词。本身在分税制改革之
后各地方政府尤其是工商业不太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主要依靠农业税和各种摊派及收费，周

庆智对于中西部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之后的财政汲取能力具有较为深刻的描述，他认为分税制所带来的财

政压力已经转嫁给了社会，旨在增强国家汲取能力和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分税制，把县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

引向增加以集资、收费、摊牌、罚没等项为内容的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方面，以及税收征集过程中不加节
制的免费搭车行为取向。
我们可以看到，分税制改革之后转移支付机制的部分制度性缺陷和税费改革之后基层公共财政服务体系

的缺失带来的基层政府财政“空壳化”直接使得基层政府运转处于“半瘫痪”状态，政府的财力并不足以完成足
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推动基层社会的文化事业发展。地方基层政府难以满足农民的各项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由此产生百姓对基层政府的不满，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减弱使得其在农民中合法性权
威下降，不能有效地起到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缓冲器的作用，在农民与国家政权在社会发展中矛盾日益突出的

情况下，农民更多的选择“越级上访”的形式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形成“差序政府信任”的局面。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越级上访”逐渐使得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产生不信任感，认为下级政府没有治理能力能够有效处理好农民
的各种需求行为，直接影响到当地官员提拔晋升考核标准，使得当地官员在“政治锦标赛”中输给同等竞争对
手，无法较为顺利的得到政治激励。这样基层政府就被农民和上级政权夹在中间，受到多重制约两头不得讨好，
基层政权因为财力原因也无法完满地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使得基层政权逐渐“悬浮”在农村社会
之上，基层官员也难以得到政治上的提拔与晋升，这是单一制下分税制改革和税费改革后给基层政权带来的非

预期结果。
可以这么认为，地方土地财政的兴盛和中央取消农业税之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再次呈现“分权化”的倾向，

但这样的“分权”并不是制度性的分权，而是地方政府应对中央再集权行为后的一个自利性规避结果。地方政
府的分权化行为也并没有将中央政府的权力完完全全地分到自己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对基层政权的影响/王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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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博弈导致了权力在两者之间的碎片化和耗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一部分被利益集团俘获，一部分被地

方政府下压到基层社会中，使得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能主导地方政府的发展，也让基层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

经济指标和社会发展的压力，一旦利益集团的权力和基层社会的权力发生激烈碰撞的时候，就会给地方治理带

来前所未有的困境，两者相互充权，地方政府就难以维持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这样的平衡，平衡被打破，无

论地方政府选择向哪一方集权或分权，都会对另一方带来严重的影响，进而造成地方发展的不稳定，带来中央

政府的管控危机。

四、结语

地方政府则从“经营企业”向“经营土地”转变，在强制僵硬的压力型体制和干部人事政治激励制度下，“强
中央弱地方”格局逐渐形成，地方政府也面临财政窘境，不得不选择与当地企业结盟或者变卖土地扩张城市进
行“土地财政化”运作，由此带来政商交易的腐败。周雪光就将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用归结于权
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就表现在中央管辖权和地方治理权的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
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

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在权威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平衡中找到

某种暂时的平衡点。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认为，以分权为起点的中国改革进程，为秩序和安全提供了保障，加强了执政的合法性

基础。旨在强化中央政府财政能力而推动的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的确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但也
存在财税体制改革中公共财政体系的缺乏，获得更大财政能力的中央政府在承担公共服务职能上的缺失。因此
在下一步改革进程中还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财税体制，使我国的财税制度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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